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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背景下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
——突尼斯和埃及的比较分析

沈　 欣

摘　 　 要: 性别是理解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重要视角。 本文聚焦中东剧

变后突尼斯与埃及的宪法设计在女性权利保障方面的明显差异,并尝

试从政治力量妥协程度和女性团体动员能力两个分析维度进行解释。

论文认为,突尼斯政治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政党竞争以及公民组织构建

的对话平台达成妥协,制宪过程纳入各派别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再

加上妇女团体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女性权利得以在宪法安排中实现

巨大推进;而埃及教俗势力对抗更为激烈,在政权更迭的同时均实施单

方面工具性制宪,女性团体受机会结构限制也难以施加积极影响,因此

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条款更不稳定和彻底。 探讨上述内容对于厘清

性别与政治转型和制度安排的复杂关系具有经验积累和理论生产方面

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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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背景下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突尼斯和埃及的比较分析

　 　 革命与社会运动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性别作为考察该领域的重要
视角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传统研究未经批判地自然呈现为一种男性面向。 然
而事实上,首先,革命与社会运动在其组织和目标中都以明确或隐含的方式
设定了性别议程,如通过立法确立新的性别关系和社会政策,①沿袭还是推
翻既有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成为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其次,女性在
革命和社会运动中的大规模参与,与该运动的性别特征或女性成为自主领导
人之间的联系往往比人们预期得要少。② 而基于其重要贡献,女性期望被承
认为共同的革命者,对国家的未来具有发言权,并获得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权利,但这在革命或社会运动结束后的政治转型和制度变迁方面通常并
未得到充分体现。③ 甚至,在部分社会运动中,女性更容易遭到严重侵害,常伴
随革命和社会运动而来的民主转型也最有可能给其带来风险。④ 因此,性别与社
会运动和政治转型关系的研究进路不仅对于探讨以性别为核心关切的运动议程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所有社会运动的动态过程、发展机制与分配结果也有助
益。⑤ 更进一步地,革命与社会运动通常成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而女性权利
保障以制度安排为最显见和稳固的形式,因此考察革命或社会运动结束后根本
性的宪法框架以及立法内容的变迁与调整,有助于厘清其与女性权利保障之间
的复杂关系。

本文以中东剧变这一地区性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聚焦其中
的两个典型国家,即突尼斯和埃及,基于政治转型背景的宪法设计在女性权利保
障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 目前国内关于中东剧变与政治转型的研究主要关注民
主化、军政关系、政治伊斯兰运动等议题,即便是宪法学领域的探讨也多聚焦整
体的宪法变迁而尚未涉及女性权利议题。 国际学界针对中东剧变与女性权利关
系的论述相对充分,但描述性内容居多,且重在突出若干阿拉伯国家女性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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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及其动员方式等,①部分研究也对运动结束后女性权利的
实现与保障情况有所探讨。② 然而关于女性在革命或社会运动后可能获得的悖
论性结果,即所做贡献与权益保障的不相匹配,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呈现的显著差
异,则未能开展具体详尽的比较研究,提出基于经验材料的结构性分析与较为系
统的因果机制阐述。 本文基于简明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和埃
及宪法设计中女性权利的差异做出描述与解释,以补充中东地区社会运动和政
治转型在女性视角方面的相关研究;同时作为宪法学这一交叉学科研究,本文也
是拓展政治学和法学研究视野的尝试。 因此,本文总体上具备一定程度的创新
性和研究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过程具有较大差异,宪法本身随政治局势发展呈
现不同的变迁特征。 具体而言,2010 年 12 月,突尼斯各地爆发群众示威游行。
2011 年 1 月,本·阿里流亡沙特,标志着突尼斯长达 23 年的政治强人统治被彻
底推翻。 10 月 23 日,突尼斯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临时宪法通过。 2014 年 1 月,突
尼斯正式颁布新宪法。 同时,埃及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
动。 2 月 11 日,穆巴拉克被迫辞职,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接管国家权力。 3 月,埃及过渡政府颁布宪法修正案。 2012
年 6 月,穆兄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主席穆尔西成为埃
及首位民选总统。 12 月,埃及新宪法草案通过。 2013 年 6 月,埃及再次爆发大规
模示威游行,次月军方宣布罢黜穆尔西。 2014 年 1 月,新宪法颁布。 总体上,突
尼斯在政治转型期间仅出台一部临时宪法和一部正式宪法,宪法更迭较为稳定
且相对顺利,而埃及在三年内颁布一部临时宪法、四部宪法声明和两部新的正式
宪法,制宪和修宪进入高峰期,宪法变迁速度极快,历经多次存废,与政权更迭相
伴而生。

本研究以突尼斯和埃及政治转型期间正式宪法文本中的重要信息为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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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内容,兼顾其制定过程与实施状况。 根据比较,在突尼斯与埃及政治转型期间
颁布的正式宪法中,女性权利的相关内容呈现如下特征。①

首先,从变化趋势与稳定程度上看,突尼斯宪法在女性权利保障方面整体呈
稳步推进态势。 突尼斯 2014 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不仅与 1959 年宪法形成鲜明对
比,而且是自 1956 年颁布《个人身份法》 (Personal

 

Status
 

Code)以来进一步的飞
跃。② 而埃及宪法本身更迭频繁,女性权利保障内容在此过程中改动较大,呈现
倒退、落后,而后恢复、改进的急剧波动。

其次,就保障内容而言,国际社会称突尼斯 2014 年宪法为该国妇女的重大胜
利。 此宪法较为全面地确保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特别
是在政治权利方面,通过多项条款明确了女性在议会中的平等代表权与竞选总
统的权利,这使突尼斯成为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将保障民选议会中的性别平等
作为宪法义务的国家,而竞选总统也是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女性从未享有的权
利。 同时,突尼斯确保所有国内法符合国际标准,致力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
歧视。③ 该国 2014 年宪法第 20 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际协定的地位
高于法律,低于宪法。”这为突尼斯后续取消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的
所有保留奠定基础,为促进突尼斯性别平等提供国际渠道。④

相较而言,埃及 2012 年宪法在女性权利内容上全面倒退。 首先,该宪法第 2
条将伊斯兰教法原则作为主要的立法来源,第 219 条进一步明确了伊斯兰教法
原则的主要内容和范围,⑤这是埃及宪法中首次出现极具宗教性质的规定。⑥ 虽
然伊斯兰教法原则并不意味全面排斥或否定女性权利,但基于其内容,现代社会
的女性在婚姻制度、财产继承、法庭证言等方面仍受较大限制,不能享有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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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平等的权利,①因此以伊斯兰教法原则作为宪法来源仍将潜在地对女性权利
构成消极影响。② 其次,虽然该宪法在序言提及女性地位,但正文第 33 条规定:
“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他们无差别地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相较
另两部宪法,该宪法并未专门强调性别维度上的平等,有意忽略 1923 年以来所有
埃及宪法都承诺的国家保障男女平等的责任。③ 此外,该宪法中唯一将女性作为
特定群体予以提及的条款,即第 10 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的第 4 款,并非来
自“权利与自由”部分,而是置于家庭道德和妇女责任的主题之下。 它强调妇女
对家庭的义务,以及国家在帮助妇女协调这一义务与公共领域角色方面的作
用,④这暗示照顾家庭仅为或主要是由女性单独承担的责任,可能会强化传统的
性别分工和社会偏见。 即便特定条件下女性依法能够获得特殊照顾,其逻辑也
根源于国家对儿童的支持。 总之,此宪法尚未确立任何针对所有女性在政治、经
济和社会等方面基本权利的保障内容,未能达到几乎所有民主宪法都遵守的最
低国际标准。 穆尔西政权更是于 2013 年 3 月表示反对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关于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
行为的声明草案》 (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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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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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伊斯兰和女性权利的关系有激烈复杂的探讨。 首先,伊斯兰教法部分是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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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伊斯兰教法与女性权利并不构成绝对对立,即伊斯兰教法并不意味全面排

斥或否定女性的权利。 一方面,伊斯兰教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进步性,改善了前伊斯兰时代

女性的生活状况,某种程度上肯定和保障了女性的部分权益。 另一方面,对伊斯兰教法的理解,也
取决于教法学家如何阐释。 当父权文化占主导地位时,对文本的保守、字面和选择性解释盛行,这
将剥夺妇女在古典伊斯兰法学中已经具有的权利。 综上,本文的观点是,尽管伊斯兰教法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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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Women
 

and
 

Girls),对埃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回应消极。① 此
外,埃及 2014 年宪法虽然名义上是对 2012 年宪法的巨大改进,但女性政治赋权
事实上并非宪法设计的优先事项,②且伊斯兰教法原则作为宪法主要来源的规定
并未改变,因此仍将对女性权利保障构成潜在威胁。 该宪法虽对地方议会选举
中的女性比例做出规定,但旨在总体上保障女性议会代表权的第 11 条采用“适
当”这一模糊措辞,未能明确实质性目标。

最后,宪法实施状况方面,以核心的政治权利为例,突尼斯女性在 2014 年 10
月 26 日的议会选举中获得 68 个席位,约占总席位的 31%,③虽暂未实现宪法要
求的平等比例,但高于彼时全球范围内女性在议会中的平均占比,④并超过法国、
英国和美国。⑤ 同时,截至 2017 年 1 月,担任突尼斯国家部长级别职位的女性有
6 位,占比为 23. 1%,该指标随后虽有跌落但近三年逐渐回升,于 2023 年达到 33.
3%;相较 2017 年埃及女性在 34 个部长级职位中仅占据 4 席,比例为 11. 8%,目
前稳定在 24. 2%,⑥突尼斯的表现更为乐观。 更进一步地,2021 年 9 月,娜杰拉·
布登·拉马丹(Najla

 

Bouden
 

Romdhane)成为突尼斯历史上乃至阿拉伯世界历史
上首位女总理。 这一任命具有历史性意义,是突尼斯宪法保证女性具有获得各
层级政治职位平等机会的显著表现和累积性成果。 与此相对的是,埃及穆尔西
政权否认女性在政治运动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及其遭受的侵害,并将女性从自由与
正义党内部的高级职位驱逐至行政性、支持性角色,拒绝保障女性代表配额,部分
党派也将女性候选人列于名单末尾,这直接导致 2012 年埃及人民议会的女性代表
比例从穆巴拉克时期的 13%下降至 2%。⑦ 2015 年埃及议会选举中,女性代表占
总席位的 14. 9%,创下历史新高,这几乎是埃及历史平均水平的四倍,⑧表明女性
权利保障相对推进。 上述表现与两国宪法设计中女性权利内容的变化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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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突尼斯与埃及政治转型期间宪法中的女性权利保障内容①

国家 突尼斯 埃及

宪法 2014 年宪法 2012 年宪法 2014 年宪法

平等权作为

基本权利

　 　 序言:国家保障法律

至上以及对自由和人权的

尊重, 司法独立, 所有公

民,无论男女,权利和义务

平等,所有地区平等。
第 21 条:所有公民,

无论男女,都享有平等的

权利和义务,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不受任何歧视。
国家保障所有公民的

自由以及个人和集体的权

利,并为所有公民提供有

尊严的生活的条件。
第 46 条:国家保障男

女在所有领域承担各级职

责的机会平等。

　 　 序言:女性不受尊敬

的国家毫无尊严。 女性是

男性的姊妹,是国家利益

和责任的伙伴。
第 33 条:所有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他们

享有平等的公共权利和义

务,不能有任何歧视。

　 　 第 11 条:国家致力于

根据本宪法的规定,在公

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方面实现男女平

等。
第 53 条:公民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平等

的权利和公共义务,不得

因性别受到歧视。

经济权利

　 　 第 40 条:所有公民,
无论男女,均有权享有体

面的工作条件和公平的工

资。

/ /

政治权利

　 　 第 34 条:国家力求保

证女性在民选机构中的代

表权。
第 46 条:国家致力于

在民选议会中实现男女平

等。
第 74 条:凡出生起具

有突尼斯国籍、宗教为伊

斯兰教的男女选民,均有

权竞选共和国总统。

　 　 第 6 条:任何政党不

得基于性别、出身或宗教

的歧视而组建。

　 　 第 11 条:国家承诺采

取必要措施,以法律规定

的方式确保妇女在议会中

拥有适当的代表权。 它赋

予妇女在国家担任公职和

高级管理职位的权利,以

及不受歧视地在司法机构

和实体中任职的权利。
第 180 条:地方议会

选举中,四分之一的席位

分配给妇女。

·45·

① 埃及 2012 年宪法的中文文本主要参考朱福惠、王建学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非
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突尼斯 2014 年宪法和埃及 2014 年宪法暂未有较权威的中文

译本,本文表述由笔者根据智库 Constitute
 

Project 提供的英文文本自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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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突尼斯 埃及

宪法 2014 年宪法 2012 年宪法 2014 年宪法

社会权利

　 　 第 46 条:国家致力于

保护妇女的既得权利,并

努力加强和发展这些权

利。
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

　 　 第 10 条:国家应保障

免费的母婴健康服务,并

确保妇女在家庭与工作的

职责间实现协调。
国家应为养育家庭的

妇女、离异妇女和丧偶妇

女提供特别关照和保护。

　 　 第 11 条:国家致力于

保护妇女免受一切形式的

暴力侵害,确保赋予妇女

能力,以协调其家庭责任

和工作要求。
国家确保照顾和保护

母亲和儿童、养家糊口的

妇女、老年妇女和最需要

帮助的妇女。

上述比较表明,政治过渡期间突尼斯和埃及宪法中的女性权利保障内容差
异甚大,前者相对全面、彻底和稳定,后者变动更加剧烈且保障相较薄弱。 基于
此,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中东剧变后突尼斯与埃及的宪法设计中,女性权利
保障内容为何呈现较大差异? 研究该问题有利于厘清宪法框架下女性权利的影
响因素,推动探讨社会运动、政治转型与性别平等的复杂关系,作为具体的比较
案例对该议题的经验累积与理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突尼斯与埃及均为
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转型前都是政治强人统治的威权体制,社会运动与
政权过渡时期基本重合,具有总体上的可比性。

二、 解释框架: 制宪进程中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团体

本研究将宪法文本中的女性权利视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或政策安排,其
内容及变迁可理解为制度结构下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观念选择与互动博弈的
结果。 本文基于经验材料将其归纳为两个分析角度,即正式制度内直接参与制
宪过程的各个派别的政治精英间的斗争与妥协,以及通过院外活动对制宪过程
施加影响力的组织机构,在此语境下尤指利益最为相关、表现最为突出的女性社
会团体。

基于此,研究探讨的第一个方面是,正式制度结构内的关键行为者如何具体
地参与制宪进程,进而对宪法中的女性权利内容构成影响。 本文借鉴历史制度
主义理论视角,注重政治分析中的时间性、历史情境与权力结构的不对称。 革命
或社会运动后的政治转型时期通常成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 在制度分析中,
在关键节点这一情境下,结构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显著减弱,
强势政治行为者可选择的范围会大大扩展,对于最终结果作出的决定可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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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键的影响力。① 同时,政治社会内部的权力具有不平等或不对称性,②何

者的理念或信仰能够反映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取决于持有不同理念的众多集

团中拥有权力资源的一方。③ 换言之,主要政治行为者的所处位置和权力资源塑

造着转型期间的权力结构,其观念和利益将会反映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 同理,
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内容深受政治过渡时期关键行为者及其互动结果的影

响。 对阿拉伯国家而言,宗教和世俗力量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其内部亦有

温和或激进的派别之分,甚至相互间有复杂的联盟构成,对不同领域的女性权利

也持有或进步或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难以一概而论。 综上,具体考察关键

行动者的观念利益、互动关系及其在制宪议会中的权力分配结果将有助于理解

宪法设计中女性权利条款的变迁。
同时,权力结构还包括各方政治角色的互动关系和力量博弈。 解决冲突的

方式可简要归纳为暴力和非暴力两端,前者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为主要内容,
试图镇压、制服或消灭对方,是代价巨大的零和博弈;而后者更多体现为协商、妥
协与和解,通过权衡各方利益制定出彼此虽不完全满意但至少可以接受的方案

以最终达成一致。 现实中的政治互动可能兼有两种方式,但整体上通常集中体

现其中一种倾向。 此外,阿拉伯世界处理教俗关系,在追求妥协的智慧与策略的

同时,也呼唤一种宽容的政治文化与道德品格。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探讨宗教与民主关系时提出“双重宽容”( twin
 

tolerations)的概念,即在

宪法和人权的范围内,民主机构必须自由地制定政策;宗教机构不应有宪法赋予

的特权以强制民主选举的政府推行公共政策。 同时,与民主的制度性定义相一

致,个人和宗教团体必须拥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只要其行为不对其他公民的自由

产生消极影响,或违反民主和法律,则可以在公民社会中公开推行自身的价值观

念,或在政治社会中发起组织和运动。④ 借鉴其论述,考察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

情境是否宽容时,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方面,世俗主义者是否同意伊斯

兰力量充分参与政治,政治体制是否先在地禁止宗教团体成立政党;另一方面,
伊斯兰政党是否认同人民主权是民选机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否以宗教之名

要求宪法给予特权,甚至凌驾于其之上。 基于此,本文将政治力量的妥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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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为暴力和妥协两种倾向,并结合政治力量在各自意识形态光谱内的立场、互
动的方式与结果等内容综合分析。 本研究探讨的政治力量是指正式制度结构内

对政治权力展开竞争的政治行为体,因此下文的社会团体或公民组织不在设定

的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基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现实,还需专门考察军队这一

主体。 军队虽然可以被纳入世俗力量,但由于控制着强大的暴力机器且职业化

程度不一,是否介入政治、支持哪一方力量、对民主化改革的态度均不确定,且会

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专门讨论。
第二个解释维度是女性团体的动员能力。 此处“动员”不同于“资源动员论”

狭义上对资源的组织与聚集,而是指在特定政治社会背景下社会团体基于自身

性质和外部条件能够对制度安排产生影响的努力和行动。 基于突尼斯与埃及的

女性团体状况,为使分析简明清晰,本文拟将女性团体的动员能力具体化为资源

基础、集体认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 资源基础主要是指资金、组织、机制等方面

的积累,其中组织则进一步包括领袖、成员、社会网络等内容。 集体认同维度旨

在分析女性团体内部及其与普通民众之间是否对女性权益相关的制度安排,包
括其主要内容、重要地位、发展方向持有一致的立场与态度,或是前者能在多大

程度上获得后者的回应和支持。 机会结构则借鉴包括麦克亚当(Doug
 

McAdam)
在内的众多政治过程论学者提出的分析思路,①其中特别关注国家镇压的能力和

倾向( the
 

states
 

capacity
 

and
 

propensity
 

for
 

repression)以及制度化政治系统的相

对开放和封闭程度( the
 

relative
 

openness
 

or
 

closure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system)两个方面,②以考察女性团体运动是否获得国家的认可乃至支持, 以及能

图 1　 宪法设计中女性权利内容的解释框架(来源: 作者自制)

·75·

①

②

如艾辛杰(Peter
 

Eisinger)提出“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概念,认为

个人或群体以何种方式行事,除其掌握的资源外,政治系统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弱点、障碍和资源

也将产生影响。 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政体模型” (polity
 

model),将集体行动的发生划分为动

员和机会两个方面,后者力图说明不同的政治结构对斗争者而言成本不同。
Doug

 

McAdam
 

et
 

al.,
 

“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es
 

—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in
 

Doug
 

McAdam
 

et
 

al.,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 年第 5 期

否通过制度化的正式渠道表达意见和施加影响。
基于具体情境的解释维度和系统分析的理论基础,①本文尝试提出如图所示

的研究框架。 在既有结构的规范和约束下,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内容本质上

是一种政治决策。 它基于正式的制度安排,经由制宪议会选举出的政治精英商

讨决定,在输出到社会环境后获得反馈并产生变化。 一方面,政治格局的力量构

成及其互动方式直接影响制宪议会内部的代表组成及其观念偏好,进而决定输

出的宪法框架中女性权利条款的性质和倾向。 另一方面,作为相关利益行动者

的女性团体,对宪法框架内的女性权利条款具有更积极主动的表达意愿和更为

强烈的利益诉求,并呈现不同程度和性质的支持表现。 实际上,女性团体在制宪

议会前即可通过与正式制度的沟通渠道及社会活动完成输入的实际行动。 因

此,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内容整体上可以看作是特定国家政治系统中正式结

构内的政治精英与院外活动的女性团体之间多次互动与循环博弈最终达到相对

稳定结果的过程。

三、 政治力量博弈: 权力结构及其妥协程度

宪法框架下的女性权利很大程度上经由民主选举出的参与制宪进程的政治

精英直接构建。 就突尼斯而言,各方政治力量组成的权力结构比较平衡,在制度

变迁的决策方面总体呈妥协态势,这使 2014 年宪法并未纳入伊斯兰教法原则,女
性权利内容仍保持温和色彩,整体上呈现比较稳定的变迁过程。 与其相反,埃及

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变更频繁,教俗较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形成激烈对抗的局

面。 以 2012 年宪法和 2014 年宪法为代表的几轮修宪活动均带有典型的工具性

立宪色彩,是在敌对政治阵营之间不信任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起草的,以扩充

本利益集团权力为根本目的,②而未将包括女性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利与政局的和

平过渡置于重要地位。
(一) 突尼斯: 平衡宽容的妥协式制宪

确立新的宪政安排是转型时期的核心任务。 突尼斯各方政治力量围绕制宪

开展的互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旧政权终结,2011 年召开制宪议

会,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Ennahda
 

Movement)胜出,与世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

党(Congress
 

for
 

the
 

Republic)、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Democratic
 

Foru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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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and
 

Liberties)开启联合执政,但表现不佳,制宪进程缓慢。 其二是 2013 年

新技术内阁成立后,①制宪议会恢复工作,于 2014 年初正式公布宪法。
首先,过渡时期即制宪议会前成立的政治变革团体本身具有妥协包容色

彩,其对制宪议会成员的产生方式和投票原则等进行规定,进而对后续制宪议

会的组成及女性权利条款产生深远影响。 埃塞卜西接任总理后,政府内部的

“政治改革高级委员会” (Higher
 

Political
 

Reform
 

Commission)和反对派团体组

织的“保卫革命委员会” (Committee
 

to
 

Safeguard
 

the
 

Revolution) 合并为“实现

革命目标、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高级委员会” (Higher
 

Authority
 

for
 

Realisation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volution,
 

Political
 

Refor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
其中包括各界公众人物、政党代表、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地区代表,②并由法学和

伊斯兰专家亚德·本·阿舒尔(Yadh
 

Ben
 

Achour)担任主席。 委员会决定,采取

“过程优先”(process-first)原则,建立一个能够合法地并在公众同意下进行改革

的民主政府;第一次普选将确定制宪议会成员,以避免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具备

形塑宪法的巨大权力;选举制度确立为比例代表制,以促进民主、鼓励联盟。③ 同

时,为确保妇女大规模参与宪法起草过程,在选举名单上引入男女平等原则。 最

终,女性在 217 个席位中占据 27%,即 58 个席位,同时有大约 5,000 名女性候选

人竞选公职。④ 这一公开的文职机构以和平协商促进民主转型所需的制度性安

排达成一致,与下文埃及军方通过强制性的单边声明推动政治变革构成鲜明

对比。
基于上述共识和决定,2011 年 10 月 23 日,突尼斯开启制宪议会选举。 “复

兴运动”以 41. 4%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由于未能取得绝对多数,与世

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党、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建立联合政府。 过渡政府成

立初期,伊斯兰政党和世俗政党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愿,但围绕宪政设计在政治

体制、宗教地位和公民权利等方面存在核心分歧,并集中表现为伊斯兰教法在宪

法中提及的程度。⑤ “复兴运动”拟写的草案使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的主要来源,
这成为世俗政党的红线,左翼政党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甚至表示若伊斯兰

·95·

①

②

③
④

⑤

这里是指“复兴运动”高级领导人阿里·拉哈耶德(Ali
 

Laarayedh)获得总理提名后组建

的技术型政府。

 

Bosco
 

Govantes
 

and
 

Miguel
 

Hernando
 

de
 

Larramendi,
 

“The
 

Tunisian
 

Transition 
 

A
 

Winding
 

Road
 

to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8,
 

No.
 

2,
 

2023,
 

p.
 

424.
Alfred

 

Stepan,
 

“Tunisias
 

Transition
 

and
 

the
 

Twin
 

Tolerations,”
 

pp.
 

92-93.
Marwa

 

Shalaby,
 

“Challenges
 

Fac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st
 

Arab
 

Spring 
 

The
 

Cases
 

of
 

Egypt
 

and
 

Tunisia,”
 

p.
 

172.
Silvia

 

Colombo,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North
 

Africa 
 

Egypt
 

and
 

Tuni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278.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 年第 5 期

教法以任何形式出现在宪法中,该党将退出执政联盟。① 具体到女性权利,“复兴

运动”认为国家法律应反映宗教属性,彰显伊斯兰教原则、规范和生活方式,女性

若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则与伊斯兰教原则和阿拉伯文化传统相悖,因此并无意

愿将性别平等纳入宪法。② 后续为避免分歧进一步扩大,“复兴运动”同意取消宪

法条款内强化伊斯兰教法的内容,③制宪议会得以颁布宪法草案。 但实际上,“复

兴运动”仍使用宗教术语以为宪法条款的多种可能解释提供空间。④ 由于多项条

款仍存争议,草案最终暂时搁置。 这一时期,“复兴运动”与萨拉菲派的关系暧昧

不清,⑤为争取后者支持承诺法律应反映伊斯兰教属性,并在各级政府部门安插

成员、扩大权力,积极谋求和强化政治主导地位,再加上两起针对世俗主义领导

人的政治暗杀事件发生,民众产生极大的不满与疑虑,反对派组织起大规模的民

众抗议运动,部分世俗议员宣布辞职,制宪议会停摆,突尼斯陷入政治僵局。
在此关键时期,公民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扮演权力格局中凝聚

各方的政治角色。 2012 年 9 月,“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⑥基于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向制宪议会内的所有

党派发出和平协商的呼吁,敦促各方政治力量沟通对话,提出和平路线图并说服

21 个主要政党接受。⑦ 该路线图提出,各党派应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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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官僚政府组建、新宪法颁布、总统和议会选举等议题做出明确规划。① 基于此,
全国对话大会于 2013 年 10 月举行,以“复兴运动”为代表的执政联盟与反对派

持续若干星期的谈判后,就成立独立人士为总理的看守政府和新宪法的制定规

则达成共识。 突尼斯由此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摆脱了深重的政治危机。
“复兴运动”的妥协主要源于其力量在特定时期相对衰弱。 一方面,突尼

斯政治伊斯兰内部出现明显分裂,作为温和派的“复兴运动”逐渐远离萨拉菲

主义者,特别是激进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再加上国内派和海外派因政

策立场差异产生分歧,“复兴运动”的支持基础总体上相对削弱;另一方面,埃
及穆兄会遭到压制的事实也使该政党意识到政治伊斯兰的脆弱性及自身的危

险处境。② 因此, “ 复兴运动” 的创始人与领导人拉希德 · 加努希 ( Rached
 

Ghannouchi)不再坚持突尼斯社会转型的伊斯兰计划,公开表示愿意放弃政治主

导权,支持一个中立政府,认为民主宪法比“复兴运动”持有权力更加重要,为避

免内战必须寻求共识、放弃零和游戏。③ 与此同时,世俗力量也尊重伊斯兰价值

观,接纳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竞争,愿意与其开展务实合作。 突尼斯世俗政党呼

声党(Nidaa
 

Tounes) 成员表示设法调和穆斯林身份与普遍性的自由和权利。④

基于教俗力量间的妥协与共识,虽然正式宪法最终将伊斯兰教作为突尼斯国教,
但伊斯兰教法原则并未成为宪法来源,性别平等共识受到普遍尊重,妇女地位得

到有效保障。
总体而言,各方的权力力量及其妥协程度决定其观念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

因此各自所代表的宗教属性和观念利益将影响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条款。 突

尼斯政治转型和制宪进程的妥协、和平特征也体现于多个层面。 首先,议会中获

得席位较多、参与组阁的政党虽有左右之别,但都偏中间立场。 其次,在“宽容”
层次上,伊斯兰力量能够参与政治,人民主权和民主原则受到尊重,立宪议会始

终作为国家唯一权力机构以确保政府的合法性与连续性。⑤ 此外,突尼斯军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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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本身制度化水平较高且与社会联系紧密,①在过渡时期

保持中立立场,②对民主化改革抱以开放和默许态度,这也有助于维持国家整体

的安全和秩序。 综上,突尼斯政治转型伊始即以顺利实现民主转型为核心目标,
过程虽有波折,但教俗力量逐渐从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极化困境中跳脱出来,并
基于较为有序和理性的政党政治开展竞争与合作,始终以谈判、妥协等低暴力方

式推进政治转型和宪政设计。 审慎、稳步和妥协的制宪过程综合了各方政治力

量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立场,并尊重占主流地位的世俗主义倾向,从而避免了宪法

的伊斯兰化和女性权利保障的后退。
(二) 埃及: 零和博弈的工具性制宪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并完全主导 2011
年宪法草案的修订,而该宪法委员会没有纳入任何女性成员。③

 

2011 年 11 月至

次年 1 月,埃及革命后的首次人民议会选举开启三轮投票,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

菲派光明党(Al-Nour
 

Party)分别获得 47. 2%和 24. 7%的支持,即总共超过 70%
的席位,再加上协商会议(即上议院)近 90%的竞争席位,伊斯兰政党在两院均占

绝对多数。④ 其中,由于确保女性 64 个席位的配额制度遭到废除,且 2011 年新

选举法虽要求政党名单中至少包括一名女性,但并未说明女性在名单中应处的

具体位置,事实上超过 70%的女性被置于政党名单底端而无缘胜利,女性代表在

508 个议会席位中仅占约 2%,其中 8 位由直接选举产生,2 名由武装部队最高委

员会任命。⑤

根据过渡时期安排,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当选议员将召开联席会议,选举

100 人组成的制宪议会,并于 6 个月内制定宪法草案。 宗教是新宪法中关于公民

权利和自由部分的辩论焦点。 少数基督徒和世俗的埃及公民要求一部宗教中立

的宪法,即避免任何涉及伊斯兰教的内容,保守的穆斯林则希望伊斯兰教法在政

治和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许多埃及人居中间立场,认为伊斯兰教法成为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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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即可。①
 

3 月,制宪议会产生,100 位名单中近 70%是伊斯兰成员,仅有 6 名

女性。② 由于妇女、青年和少数族裔代表性不足,法院宣布第一届制宪议会违宪。
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成员对议会代表组成表示强烈不满,纷纷宣布退出委员会,
军方表示若仍未就组成标准达成一致则将颁布补充宪法声明代为制定。 6 月 7
日,更为平衡的第二届制宪议会产生,其中 6 个席位分配给法官,9 个席位分配给

法律专家,武装部队、警察和司法部各拥有一个席位,爱资哈尔大学获得 5 个席

位,科普特教会获得 4 个席位,宪法是否应该更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法原则是起草

过程中的核心争论之一。③ 然而,平衡与调整后的制宪议会中,女性成员仍仅有 7
名,且 4 名来自伊斯兰政党。④ 其中一名女性代表马纳尔·埃尔蒂比(Manal

 

El-
Tibi)质疑制宪议会的公正性,认为新的权力结构将阻碍包括婚姻和继承等内容

在内的改革前景,伊斯兰教法的限定将使上述问题无法受到质疑。 她在辞职信

中表明,“继续担任制宪议会成员是无用的”,“宪法正在准备为某一特定群体服

务,从而巩固了宗教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权力的观念”,新的宪法和国家

机构是“埃及历史上的一大倒退”。⑤

6 月 17 日,埃及总统选举进入决胜投票阶段,军方突然颁布补充宪法声明,
要求解散议会,收回立法权。 最高行政法院推迟该决定,制宪议会获得一定的宪

法起草时间,但仍面临军方否决权等限制。 6 月 30 日,穆兄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

主席穆尔西获得总统大选胜利,在政府和司法部门开展权力争夺,并两度发布宪

法声明,确保对宪法制定权的垄断,积极推进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全面伊斯兰化。
“全国拯救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等反对派联盟表示不满,要求取消宪

法草案与公投,众多团体和个人退出制宪议会,但未能阻止伊斯兰主义指导下的

制宪工作。 制宪过程蒙上伊斯兰色彩,阶层利益分配不均,多元复杂的利益诉求

遭到有意忽视,宪法中女性权利内容被单方面删除。 12 月,反对派呼吁在公投期

间举行游行示威,宪法草案最终在两轮投票中以约 63%的支持率通过,但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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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①仅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合法性。 这表明该宪法安排仅体现特定政治力量

的意识观念,未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仍处于悬而未决的不稳定状态。
2013 年 6 月 30 日,因穆尔西未能兑现改革承诺,且与世俗政党和民主派分

歧严重,埃及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7 月 3 日,埃及军方宣布罢黜穆尔西,并
公布政治发展路线图,宣布暂停使用现行宪法,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讨宪法修改事

宜。 7 月底军事冲突再起,截至 8 月 14 日埃及军警实施清场行动,即以武力驱逐

穆尔西支持者,死亡人数达 638 人,约 4,200 人受伤。② 当局不久将穆兄会解散

并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集团,穆尔西及其余穆兄会领导人被移交审理并判处终

身监禁。 宗教力量不被允许参与政治活动,教俗间显现为排斥性关系。 随后颁

布的新宪法也进一步明确,禁止以宗教为基础成立政党或从事政治活动,以及拥

有军事、准军事力量。 最高法院院长阿德利·曼苏尔(Adly
 

Mansour)随后就任

临时总统,在军方支持下颁布过渡时期宪法声明,并根据该声明成立以司法人士

和宪法学者构成的 10 人修宪委员会,以及由 50 名代表各政治党派、宗教机构、警
察军队、知识分子和工农阶层、企业工会等人士组成的“宪法复议委员会”。③ 后

者包含 5 名女性,虽然比例相较 2012 年制宪议会仅略微提升,但其中 4 位具有任

职国家妇女机构或从事妇女权利活动的丰富经验。④ 基于较为广泛的阶层代表

性及女性议员的影响力,2014 年宪法祛除较多伊斯兰性质的内容,增添了关于

公民权利,特别是女性权利条款,在性别平等方面总体较 2012 年宪法有较大

改进。
总体而言,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和以军方、自由派为代表的世俗势力

的激烈斗争,甚至是暴力冲突,导致过渡时期埃及政权更迭频繁。 如果制宪权被

用来巩固多数人的政治纲领而排除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那么和平变革将受到

威胁。⑤ 埃及的新政权往往是某一势力占据完全主导地位,排斥其他力量参与,
这使宪法安排仅集中体现单方面意志因而急剧波动,女性权利保障内容也相应

删改,特别是因伊斯兰力量掌握制宪优势而发生巨大后退。 此外,与突尼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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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政治后台不同,埃及军方积极介入政治转型,极大地改变了埃及的政治力量

格局,凭借其强制基础,在重要时刻频繁以武力干预政权更迭,使转型和制宪过

程更为激进和刚性。
综上,就政治力量的妥协程度而言,突尼斯各方政治力量在制度化的政党竞

争框架以及公民组织构建的对话平台上达成共识,制宪过程尽可能多地纳入各

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立场,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单方面扩张得到限制,女性

权利实现稳步推进。 而埃及由于政治力量的对抗更为强烈,制宪工作中教俗势

力难以达成根本性妥协,无法凝聚社会共识。 强硬的乃至暴力性的政权更迭使

特定时期一方势力占优并以宪法为工具巩固自身利益,包括女性权利在内的公

民权利与自由未能受到保障,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 女性团体的资源基础、集体认同与机会结构

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也受到与其利益紧密相关的社会团体的动员能力影

响。 突尼斯女性团体的组织基础较强,社会网络广泛而紧密,具有共同的信念和

使命感,在支持性的政治结构与宽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中,能够通过大规模密集、
有效的组织动员对 2014 年宪法中的女性权利条款产生积极影响。 与此构成较大

差异的是,埃及女性团体长期以来受到国内政治的结构性限制,威权政府和伊斯

兰力量实际上均不重视甚至打压其组织建设与社会动员,加上内部凝聚力不足,
埃及女性团体总体上对政治过渡期间的制宪工作缺乏重要影响。

(一)
 

突尼斯: 良好组织下动员能力强大

突尼斯国内的女性主义组织至少达百余家,其规模、风格不一,世俗主义和

伊斯兰倾向兼有,团体成员遍布政界、企业、学界、职业协会等各个领域,①并大多

由行业精英和中产阶级女性负责管理。 其中,成立于 1989 年的突尼斯民主妇女

协会(Tunisian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Women)是突尼斯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

力的女权组织之一,②拥有广泛的支持基础和密集的社会网络,与国内的工人联

盟、人权联盟和进步政党人士合作,③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团体保持紧密

联系。 此外,以突尼斯民主妇女协会和突尼斯妇女研究与发展协会(Association
 

of
 

Tunisi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为代表的妇女组织与突尼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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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政权的支持者,①通过有效的正式互动为妇女解

放做出巨大贡献。
争取宪法对女性权利的保障获得突尼斯社会的普遍认同。 伊斯兰和世俗妇

女权利组织因共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而结盟,围绕民主化期间的性别改

革和妇女政治参与展开讨论。② 双方发展出集体的性别认同和对目标的共同信

念,认为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属于人类尊严和自由这一更宏大的目标,意识形态

差异并不排斥反对威权主义的共同努力。③
 

除妇女团体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

治人士,如高级委员会主席阿舒尔也重视女性的政治参与,制宪议会中的女性议

员和普通民众则广泛地加入运动之中。
制宪期间,突尼斯妇女组织和活动人士意识到宪政时刻对于国家政治发展

和女性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关注制宪议会的选举进程、组织成员及讨论

事项等,试图影响制宪议程。 她们认为,政治转型为开辟新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实

践道路,以及实现为未来更实质性成就铺垫的宪政成果提供了机会。④ 首先,围
绕制宪进程的政治谈判和社会动员在议会正式启动前已经展开。 突尼斯民主妇

女协会将突尼斯妇女研究与发展协会、突尼斯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Tunisian
 

Women
 

Voters)、“女性之声”(Aswat
 

Nissa)等 16 个理念相近的团体组建为一个

联盟。 该联盟在制宪议会前就妇女问题起草了五点宣言,包括取消对《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以及妇女在教育、工作和

健康方面的权利等内容,以为即将展开的宪法辩论确立核心议题。⑤ 突尼斯民主

妇女协会同时将制宪议会内部成员作为宣传对象和游说重点,通过与每个政党

的多位成员建立紧密关系,试图使自身观点在政党一级的辩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进而影响制宪议会内部的决定;同时,邀请各方代表参与虚拟议会,就争议性问

题展开充分辩论,以培养社会大众对关键议题的认知和共识。⑥ 这说明女性团体

与正式制度结构之间具有较为畅通的联系渠道,能够通过建立公民社会与制宪

议会的联结,促进利益表达和共识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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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女性政治参与方面,突尼斯平等与均等协会(Association
 

Egalité
 

et
 

Parité)积极督促最高独立选举委员会( Independent
 

High
 

Authority
 

for
 

Elections)
在议会选举过程中遵守性别平等法,履行政党名单中男女候选人交替的原则,保
障妇女在制宪议会中的平等代表权。① 突尼斯女性选民联盟等团体也通过深入

基层社区,特别是突尼斯的郊区和农村地区,向女性公民阐述投票与个人的利益

关系,解释选举的复杂流程,举行选举模拟活动,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投票。 此外,
突尼斯社交平台也成为公民组织活动的重要领域。 非政府组织“指南针” ( Al-
Bawsala)紧密跟踪报道制宪议会活动,通过门户网站公布议会成员名单、政党从

属关系及其对拟议宪法条款的投票记录,在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②
 

“女性与尊严”(Women
 

and
 

Dignity)组织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庆祝突尼

斯妇女成就的视频内容和女性权利相关的法律信息,③在舆论动员和法律普及方

面有所贡献。
最具典型意义的表现是,突尼斯女性团体运动直接影响了宪法文本中对女

性地位与角色的根本性界定。 2011 年宪法草案第 28 条的最初版本规定:“国家

保障妇女权利,支持其获得收益,因其是男性在国家建设中真正的合作伙伴,及
在家庭中的角色是互补的。” ④突尼斯全国范围内的女性团体质疑该条款以男性

为核心,将女性界定为相对于男性的补充性角色,与宪法草案中明确性别平等的

内容相矛盾,谴责制宪议会将女性降为二等公民,主张女性在国家公共和私人领

域的平等地位。 2012 年 8 月 13 日,即宪法草案初稿发布之日和突尼斯宪法颁布

56 周年之际,多达 6,000 名妇女参加首都的示威游行,⑤批评该草案的请愿书也

收到超过 3 万个签名,⑥多个民间社会机构组成的全国妇女理事会在其中积极动

员,除组织成员外的众多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 最终该条款在 2014 年宪法中删

去,现行宪法的第 21 条表述为“所有公民,无论男女,在法律面前权利和义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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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平等,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此外,宪法初稿第 18 条拟取消一夫多妻制的禁

令,“复兴运动”部分代表也试图废除《家庭法》 (Family
 

Law)中允许非婚生子女

登记在母亲姓氏下的权利,女性公民团体通过游行抗议阻止了上述提案的通

过。①

(二)
 

埃及: 结构限制下动员能力脆弱

埃及女性团体的组织基础较为薄弱,动员资源相对匮乏。 深厚的威权主义

传统和等级制结构使妇女团体组织松散、临时性强,成员与组织之间缺乏紧密联

系。② 集体认同方面,埃及妇女内部的利益诉求具有较强的异质性。 其一,妇女

团体的阶级性较强,主要成员为中上层女性,下层女性基本被排斥于非政府组织

之外。 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和利益需求差异较大,难以达成统一行动以促成全

体性的妇女运动。 2011 年,仅有约 300 名女性参与国际妇女节游行示威,且多为

中产阶级女性。③ 其二,世俗主义和宗教主义立场的女性就妇女解放和女性地位

的思想分歧较大,部分保守的宗教团体和女性公民认为不必追求男女平等,且因

害怕失去原有的性别身份和集体认同而对社会运动持怀疑态度。④ 其三,2011 年

之前,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垄断了埃及女性的官方表达与主流叙述,未
能吸纳多元的公众诉求。⑤ 前第一夫人苏珊·穆巴拉克(Suzanne

 

Mubarak)曾主

导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Women)工作,加上媒体有侧重的宣传,
这使妇女权利与其本人形象乃至与穆巴拉克威权政府紧密相连,进而使政治转

型时期对该政权的社会异议升级为对妇女权利的公然反弹。⑥ 制宪期间,埃及社

会在争取妇女权利方面也未能形成广泛坚定的共识,存在较多分歧。 2011 年对

妇女权利的激烈抵制所造成的威胁感,以及 2012 年伊斯兰多数派集团构成的潜

在危险,使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至少在目标上能够团结一致。 然而在 2013 年,女权

主义者内部出现明显分裂,部分人将新的现状视作拥护对性别事项更为敏感的

新宪法的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军方接掌政权对作为公民的女性的权利具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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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于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潜在威胁,因此抵制宪法起草过程。① 统一的女性团体及

共识的缺乏,使实现性别正义的妇女动员与集体行动受到限制。
机会结构方面,国家对妇女运动的广泛镇压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妇

女团体遭到限制和迫害,女性被迫回到私人领域,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与能力受

到极大限制。 90 年代初,穆巴拉克将女性主义作为打击目标,以资金滥用为由取

缔了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Arab
 

Women
 

Solidarity
 

Association)。 根据 1964 年第

32 号法律及 1999 年和 2002 年对其进行的修订,国家限制包括妇女团体在内的

志愿性机构的组织建立、成员人数和活动范围,并对其资金往来予以严格监督,
禁止其从事任何宗教或政治活动,并掌握随时解散组织的权力。② 非政府组织被

迫从事慈善工作,或者仅限于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以避免与国家话语产生任

何对抗。③ 埃及智库机构纳兹拉女性研究中心(Nazra
 

for
 

Feminist
 

Studies)领导

人表示,该组织获收的资助经一年方得通过,革命后便完全停止,组织的注册也

遭到穆巴拉克政权的正式拒绝。④
 

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也加大对女性团体和人权组

织的打压力度,如指控约 40 个非政府组织接收外国非法资金,禁止部分成员出

境并冻结其资产。⑤ 穆尔西政权也曾提出法律草案,要求进一步限制非政府组织

的注册和资助,削弱其改善妇女权利的能力。⑥ 埃及全国妇女理事会作为联结女

性团体和国家机构的桥梁,在该政权下遭到忽视,发言权有限,例如其提出的关

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草案始终未能进入协商委员会议程,“难以与国家直

接沟通”。⑦

基于结构性限制,埃及妇女团体和社会活动人士的努力在 2012 年宪法制定

进程中几乎未能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 革命后女性团体主导起草两份重要文件

《埃及妇女宪章》 (Egyptian
 

Women
 

Charter) 和《妇女与宪法文件》 ( Women
 

and
 

Constitution
 

Document)以呼吁保障女性在立法委员会的代表权及其他领域权

利,⑧并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和青年运动成员举行多次抗议游行,要求女性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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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代表权。 同时,由妇女团体和公民个人组成的游说联盟拟出 100 位可作为

委员会候选成员的女性名单,全国妇女理事会也积极推荐 30 位符合资格且经验

丰富的女性成员,但最终制宪委员会仍几乎排除了所有由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

提名的妇女活动人士。① 事实证明,女性团体运动并未对制宪会议产生足够的压

力与影响,2012 年两届制宪议会的女性成员均仅有个位数,极低的代表率导致其

话语权严重不足。 此外,总统选举期间,女性组织本应合力推选候选人或是组织

投票团体,但由于缺乏动员,政治活动家波泰娜·卡梅尔(Bothaina
 

Kamel)作为

唯一宣布参选的女性候选者,未能收集到 30,000 个选民签名,无法正式登记为总

统候选人,②这使女性丧失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机会。 而在 2014 年制宪议程

中,虽然女性代表仅有 5 人,但女权活动人士决定与制宪议会内部的女性成员和

支持妇女权利的男性合作,而非要求增加不一定支持妇女权利的女性代表率,③

新的宪法中多项条款赋予妇女权利,相对 2012 年宪法有所推进。
综上可见,突尼斯女性团体具有较强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社会支持,通过与

政治体制正式的沟通渠道与非正式的联系,以及对基层民众强有力的动员,对制

宪议程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女性权利保障达成共识,这以抵抗女性作为补充性角

色的行为和成果为突出表现。 而埃及女性团体的资源基础相较薄弱,异质性较

大而凝聚力不强,再加上来自威权国家和伊斯兰主义的部分限制,在宪法设计中

难以发挥关键作用,进而无法形塑女性权利的相关条款与内容。

五、 结语

本文基于权力结构及其妥协程度与女性团体动员能力两个维度,分析了中

东剧变后突尼斯和埃及两国的宪法设计中女性权利保障内容的差异及其原因。
突尼斯基于教俗妥协达成政治共识,使制宪工作综合各方意识形态,呈现为平稳

温和的变迁过程,再加上妇女团体强大的动员能力,最终宪法给予女性权利有力

保障。 与此相对的是,埃及的世俗和宗教力量斗争较为激进,表现为零和逻辑,
宪法完全随政权更迭而变迁起伏,极端地体现暂占权力优势一方的意志,使伊斯

兰主义在某段时期笼罩宪法,女性团体也未能通过议会参政或院外活动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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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制宪过程,因此宪法中的女性权利保障内容变化较大,经历后退。
而为进一步理解研究提出的分析维度,即两国在权力结构及其妥协程度和

女性团体动员能力两个方面显著差异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有必要追溯其历史

以简要补充和回应。 突尼斯具有宽容开放的文化遗产,早在 19 世纪即可能形成

了所谓“双重宽容”的政治气氛,①在阿拉伯国家中最先开启宪政民主的改革进

程,独立后也进一步推动世俗化和西化的政治改革。 例如,突尼斯将提升妇女法

律地位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议程,以对抗父权制色彩浓厚的部落和宗教忠诚。②

这培育起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趋向,影响了后续政治力量的互动

方式以及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 而“伊斯兰是埃及政治发展本质的历史属性”,③

20 世纪 70 年代伊斯兰激进化并走上政治化道路,几任威权政权对宗教力量的排

斥使教俗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并延续至今,追求性别平等的社会共识也尚未形成。
因此,在政治转型背景下,为确保宪法安排中的女性权利得以实现,应追寻政治

力量间的妥协与和解,也应确保女性团体能够在政治结构的系统性支持下发挥

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作用。 公民权利保障考验的是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转型过

程中的制度安排更应关注公平、正义和福利等深层次价值。
性别在政治话语、意识形态、法律政策和国家认同构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

革命与社会运动以及政治转型研究尚未系统考察基于性别视角的相关内容。④

而这一进路通过破除既有研究普遍默认的男性立场,能够揭示上述要素的互动

关系,即性别是如何塑造社会运动的动态进程和后续结果并为其所影响的。 具

体到本文,中东剧变是中东地区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女性在其中体现出

极强的自主性并做出重大贡献,但在运动结束后部分却面临失望与落空,即未能

获取应有的激励和保障,甚至继续遭受歧视和不公。 这一悖论性结果为思考政

治转型、制度设计与性别平等的复杂关系提供经验基础,也呼唤更具解释力的理

论话语和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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